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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围绕 “两个倍增”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探析

*

张占斌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需要实施“两个倍增”行动，即居

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的行动。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既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又

有科学的现实要求。要避免经济失速以保持合理的增长，努力破解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存在的短板。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行经济振兴计划，确立企业的市场

主体地位，引领和鼓励资本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施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战略，将“两

个倍增”行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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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

初心使命的深刻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共同富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实现共同

富裕、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论述标志着党对

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到 2035 年的远景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结合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本文探讨实施“两个倍增”行动，即从 “十四五”时期开始到

2035 年，推动实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

一、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内涵依据

我们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多次设定过倍增或翻番目标。实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倍增的“两个倍增”行动，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合理的依据。
1． 实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动的内涵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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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 2010 年翻一番，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到 2035 年居

民收入倍增的目标。

从国际经验看，到 2035 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动具有参照性。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

复建设，日本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整个社会

收入差距较大，同时还伴随产能过剩、内需不足、高失业率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0 年日

本池田勇人内阁制定长期经济计划，命名为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展促进农业现代化、中小企

业现代化、落后地区开发、产业合理配置、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等一系列行动①，旨在实现 “10 年

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1 倍”目标。尽管带来了通货膨胀、大城市人口膨胀等负效应，

但也带来了拉动内需、化解产能、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等正效应，总体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实现难度看，到 2035 年实施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行动具有可行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0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520 元，到 2020 年这一数值已经达到 32189，增长了近 1. 6

倍，远远超过既定目标。其实，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达到了 25974 元，也就是说用 7

年时间就实现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如果从 2020 年开始计算到 2035 年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那时我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需要达到 64378 元，年均名义增速需要略超 4. 7%。根据 GDP 的总量 =劳

动生产率×劳动力数量，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将整体增长 106%，其中 2021—2025 年经济增速约

为 5. 8%，2026—2030 年约为 5%，2031—2035 年约为 4%②。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步

性越来越强，完全有可能利用 15 年时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标。

2．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行动的内涵依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调查口径，2021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为 4 亿人。实施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倍增行动，就是要到 2035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 8 亿人甚至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

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关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扩大至多少，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 15 年超过 8 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③。这里已

经明确地表达了实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行动的设想。

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问题早有研究。早在 2013 年，就有学者提出收入翻番的核心是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 2020 年扩大到 6 亿人左右④。不过当时这一提法只在学

术界引起了一定范围的讨论，并未上升至国家战略，因此到 2020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未扩大至

6 亿人。随着新时代的新要求，学术界再次关注这一话题，有许多学者测算，如果 2019－2030 年实际

GDP 平均增速约为 5%，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 2. 5%，名义 GDP 年均增速约为 7. 5%，并且居民可支配

收入名义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匹配，2031－2035 年大体按相同速度变动，那么到 2035 年，我国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有可能达到 8 亿—9 亿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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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战略价值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宏伟蓝图，需要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加以支撑。实施“两个

倍增”行动，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基础，又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

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跻身高收入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大国战略博弈和保持在全球发

展领先优势的需要。

1．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从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再向知识社会和更高阶段的社会转型，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

经济社会转型和文明进步，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之日起，

就将现代化作为孜孜以求的奋斗方向。历经百年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发挥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是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被奴役的两极分化，只顾眼前、

不可持续的福利社会等现象。从理论层面看，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在长期呈现库兹涅茨倒

U 形关系。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某个阈值时，经济发展可能更加倾向于效率，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某个阈值时，经济发展可能更倾向于公平，收入分

配差距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从实际层面看，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美国前 1%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比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8. 5%持续上升到 2018 年的 19. 8%，欧洲同期则从 7. 5%上升至 10. 4%。收入不

平等问题不仅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新变化。以俄罗斯为例，前 1%高收入群

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仅为 4%，到 21 世纪则上升到 20%以上，在低

收入群体占比下降又回升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①。法国经济学家皮凯

蒂在《21 世纪资本论》里，对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加剧，财富向财团和寡头手中聚集加快，中等收入

群体比重下降，作了非常深刻的解释，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一方面通过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促进了发展的充分性，另一方面通过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促进了发展的平衡性，在充分且平衡的发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

断被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质量逐步得到保证。实施“两个倍增”行动集中体现了中国

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和扬弃，有助于推动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物质要素、人力资本、社会环境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

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依据，指出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

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

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②。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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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打破传统体制束缚。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

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①，创造性地使用 “小康社会”描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前景，

展现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愿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

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党

的十九大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 “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阶段实现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

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第二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对第一个阶段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和本质

要求的地位，“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②。为了按时保质完成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明确一个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抓手。“两个倍增”行动

与第一个阶段的工作要求相适应，可以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工作的着力点和衡量共同富裕进度的 “温

度计”。
3．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跻身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保障

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划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是经济学界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按

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划分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划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

入 ( 即“上中等收入” ) 、高收入共四种类型，其中人均国民收入低于 975 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

家和地区，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在 976 美元至 11905 美元之间。“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出自世界银行 2006 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

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在 1960 年的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 2008 年只有 13 个成功晋升至高收入经济体，也就是

说，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被锁定在了 “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迈进高收入阶段。这些国家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但最为根本的就是在经济增长阶段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没

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而滞缓了制度变迁和动力转化，出现了增长停滞，导致

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
2022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将近 1. 3 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约为 4 亿人，尽管从绝对数

值上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这个水平仍然不高且不牢固，可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提

高居民人均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消除分配不均，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能够有力推动我国实现从中高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4．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是大国战略博弈和保持在全球发展领先优势的需要

自从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警惕中国的发展，特别是

美国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核心关键技术 “卡脖子”，

试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博弈将进入常态化。为了应对大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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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博弈，保持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先优势，必须实施“两个倍增”行动。从更高的意义看，实施 “两

个倍增”行动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把制度优势变成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实

际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个竞争的问题，要想在这个竞争中取得胜利，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就是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

实施“两个倍增”行动，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综合优势。一是我国拥有雄厚经济基础。2010 年

开始中国 GDP 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 年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的 77. 1%，占世界 GDP 比重达到

18. 5%，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从联合国划分的国际工业体系 39 个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看，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还是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以及商

品消费、外资流入第二大国。诸如此类，都表明我国已经积累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二是我国拥

有丰富人力资源。当今国际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从数量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 8. 9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63. 4%，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

占比超过 30%，我国的“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质量看，2021 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

量超过 1. 1 亿人，位居世界首位，而且结构不断优化，年轻化特点和趋势明显，“人口红利”叠加

“人才红利”，展示出更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优势。三是我国拥有强劲发展韧性。从城乡看，2021 年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近 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低，与发达国家动辄 80%甚至 90%以上的水

平相比，我国城镇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乡村发展潜力巨大，现代农业、乡村产业、生态旅

游等，都焕发出乡村发展新活力。从区域看，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中西部地区增速连续多年高

于东部地区，2021 年中西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超过 43. 1%，东部与中部、西部的人均 GDP 比值

分别下降至 1. 53、1. 68; 动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断增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高质量

发展动力源，各类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从行业看，制造

业成为我国经济基石，形成了东部地区引领、中部地区承接转移和自主培育、西部地区快速增长、

东北地区转型升级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水平加速提升;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服务业跃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服务业迅猛发展; 现代农业依托信

息化、互联网快速发展，不断挖掘农业潜力。

三、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对“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明显缩小”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 “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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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要求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当前对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一般而言存在三种定义方式。第一种方

式是将世界银行所列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等同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二种方式是将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等价于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或中位数，第三种方式是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视为是距离高度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比较而言，第

三种定义方式更能反映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联合国根据人文发展指数将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划分为 “很高”“高”“中等”和 “低”四

类，其中，发展程度处于“中等”和“低”水平的均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程度 “很高”

的均为公认已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英国等。由此，可以将发展程度处于

“很高”和“高”之间的发达国家视为中等发达国家①。中等发达国家包含 15 个经济体，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在 2 万—3 万美元。2022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 27 万美元，如果到 2035 年能翻一

番，就能达到 2. 5 万美元，就大体完成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考虑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这就要求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2．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目标，要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

按照收入水平将居民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群体，这三个群体的比重能够直观

反映社会整体分配结构。国家统计局将家庭年收入 ( 典型的三口之家) 介于 10 万元到 50 万元

( 2018 年价格) 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人群，将家庭年收入小于 10 万元的群体定义为低收入人

群，将家庭年收入高于 50 万元的群体定义为高收入人群。据此可以估算出，2002 年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人数只有 735. 8 万人，但是到 2021 年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 4 亿人左右，占人口比重约为

28%，涉及 1. 4 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对我国经济持续

平稳增长形成了有力支撑。换言之，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了 54 倍多，

不过仍然呈现为“金字塔型”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

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②，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要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这就要

求我国整体收入结构实现由 “金字塔型”向 “橄榄型”的转变，这也给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应当说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具有非常紧密的相关性，都

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有密切关系。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值得奋力一搏。

3． 实现“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目标，要求实施“两个倍增”行动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作出的战略抉择。在新发展阶段，强调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内外形势使然，也是历史

经验的必然。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循环

明显弱化。同时，大国经济一般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一

个经济体，单纯依靠国际市场是带不动的。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封闭保守，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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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放弃国际循环，而是强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开放水平上的双循环相互促进，更好地利

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无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扩大内需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内

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板块，而投资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或更好地消费，因此长远来看消费需求是内

需的基础，消费需求不扩大，内需就无法可持续地扩大。实施“两个倍增”行动能够通过增加居民人

均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两个层面为消费需求的扩大提供坚实的支撑，有利于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四、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困难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实现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和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倍增，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1．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压力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周期性、结构性、体制

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宏观层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

换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后疫情时代的政策消化期。中观层面，我国经济存在实体经

济内部供给和需求间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结构性失衡，房地产部门与国民经济

其他部门间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又出现了 “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微观层面，我国企业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企业订单不足、用工难用工贵、应收账款回款慢、物流成本高等是既定事实，

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成本压力巨大、经营十分困难。

从国际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复苏乏力。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进反

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俄乌冲突促使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对外经济政策，地缘政治风险恶化了

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和共和银行的破产，也暴露了美国经济潜伏的种种

危机。

上述各类因素冲击，给提高居民人均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至关重要的企业带来重创。

以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分布较广的住宿、餐饮、娱乐、旅游、租赁和商务服务等接触

性服务业处于亏损状态; 互联网、教育培养行业的治理，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对上下游一大批中小

微企业产生了放大的影响; 仅在 2021 年一年时间，全国注吊销民营企业 390. 0 万户，新设退出比为

2. 2，每新设 2. 2 户退出 1 户①; 2020 年民间投资增速只有 1%，2021 年也仅恢复至 7%，与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30%多的增速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

制度，但在实际中收入分配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纵向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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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52. 71%下降至 2007 年的 40. 65%，此后逐步改善，经 2012 年的 49. 16%

上升至 2017 年的 50. 94%。尽管经过努力终于重返 50%以上，但还没有追平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从横向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较低反映了市

场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健全。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工会和政府在

劳动者报酬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中长期缺位，雇佣双方集体谈判、政府协调管理的工资形成机制

未能有效推进，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体制与机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导致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往往处

于不利地位，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一度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利润率的增长，劳动者没能

充分地共享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构建实

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市场工资形成机制仍然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小。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特定国家的居民收

入差距，基尼系数超过 0. 4 就说明该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初为 0. 28，

1992 年首次超过 0. 4，经过短暂波动后，从 1996 年开始一直保持在 0. 4 以上且持续增长，2008 年达

到 0. 49，短暂波动下降后从 2016 年开始再次上升，2021 年仍有 0. 47。从城乡和区域来看，2017 年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6. 9%; 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东部地区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60. 25%;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农村低收入户 ( 20%)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高收入

户 ( 20%)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 28%。从财产持有及其收益上看，随着房价等核心财产价格的飙

升，2002－2013 年财产最少的 10%人群的财产份额由 1%降至 0. 3%，财产最多的 10%人群的财产份

额由 37%增至 48%①。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反映了收入再分配机制存在缺陷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管

理落后。其一，城乡二元分隔体制使得同工不同酬、多劳不多得的扭曲现象广泛存在，城乡居民在

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突出、城乡

居民的能力培养和身体健康获得存在不公平之处。其二，税收制度改革缓慢，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不

公的现实难以有效校正。相对于间接税，直接税更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我国的税收以间接

税为主，这就妨碍了税收在再分配过程中作用的充分发挥。房产税还没有在全国范围推行，遗产和

赠与税暂未推出，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理避税，普通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力。其三，

改革处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层次、力度不够，且多头管理、缺乏协调，体制交叉的矛盾突出。一

些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以自身利益影响收入分配制度与政策制定，致使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的

矛盾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②。

3． 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 “两个倍增”行动的重要支撑，居民人均收

入倍增需要就业、社会保障的支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也需要不断加强教育、医疗、养老、抚

幼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问题。

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

有效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比如企业职工月人均养老金从 2012 年的 1686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900

元左右，全国月平均失业保险金水平由 2012 年的 686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506 元，但我国社会保障

水平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保障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发展理念倚重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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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对社会投资式积极福利政策则考虑不足，两条腿走路、两只手都硬的保障格局还未形成。

其二，社会保障的项目设置和服务能力在城乡间不平衡。相对于城市较全面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

和社会福利项目，农村在生育保险、就业帮扶和职业伤害等方面保障不足; 随着基层治理水平和服

务能力的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得到优化，但其在信息化水平、便捷化程度上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从而形成与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其三，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在区域间不平衡。综合实力较强的东

部地区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充足、待遇水平较高，居民能享受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由于财政实力雄

厚，东部地区给予当地企业更多的社会保障优惠政策，以此吸引更多投资和外来务工，这不但能增

加社会保障基金，还能进一步提升当地经济水平。反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由于缴费人

数少、缴费水平低、人口抚养比高、财政补贴能力有限，社会保障基金积累缓慢，导致社会保障发

展水平较低。由此来看，肩负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缩小地区差异，还使不同地区

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差距加大①。

另一方面，在住房、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资本属性需要进一步弱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

角看，住房、教育等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属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商品组合的关键部分，其

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充足与否、均衡与否直接关系劳动力再生产是否能够顺利实现的程度。因此，

住房、教育等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首要的目的是满足客观的需要，而不是包含投资、投机等在内

的市场需求。整体而言，当前住房、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民生属性需要进一步凸显，资本属性

需要进一步弱化。以住房为例，2002 年后，中国住宅不动产价格一路走高，全国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5%，一些城市甚至达到 20%，特别是 2007 年、2009 年和 2015 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年增长率

更是高达 40%以上②。伴随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的落地，住房价格刹住了飙

升的步伐，趋于平缓，然而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价格仍然处于高位水平。住房价格的高企，

不仅引导资金脱实向虚，导致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发展间的不平衡，拖累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

劲头，而且推高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加重了居民的债务负担，迟滞了 “两个倍增”的

实现。

五、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实践进路

党章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

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都必须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推动 “两个

倍增”行动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一，把握新发展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在于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

题，这与此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有所不同。党的二十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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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大松、张怡: 《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理论内涵、评价指标、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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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

务于这个中心”。我们要深化新发展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中心

任务制定政策，努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营造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政治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重要前提，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营造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政治生态环境。特别是面对错综复杂严峻的

外部环境，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内部压力，更要营造更加鲜明、浓郁的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环境，形成旗帜鲜明抓发展的政治生态。
2． 实行经济振兴计划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关键，亟须实行经济振兴计划，夯实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物质

基础。

一是将稳定经济增长放在发展首位。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

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其中经济增长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个目标，可以说只

要稳定了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也都会顺其自然地实现。实施 “两

个倍增”行动，必须把稳定经济增长长期抓下去，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实行更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

策协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既要

增加政府支出的力度，又要提升政府支出的效率;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增强支持实体经济

力度，精准直达中小微主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以发展促进安全，

以安全保障发展;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继续实施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的攻坚战; 社会政

策要兜牢民生底线，持续推进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

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 “两个倍增”行动的基础支撑。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生产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当前需要的发展是侧重于 “好不好”的发展，是着力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是高质量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要求坚定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就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就要求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

一，达到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就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的发展助力高水平的安全，

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高质量的发展; 就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结

构性问题，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 就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政府在实施“两个倍增”行动中承担重要角色，但企业更应该是实施“两个倍增”行动的市场

主体，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让国企敢干。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在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后，继续开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按市场化原则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

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清理退出不具备优势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

向和领域，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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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壮大企业规模、提升经营效率、提

升创新能力、扩大品牌影响、增强国际能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让民企敢闯。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①。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党是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不

正确的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从政策上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

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三是让外企敢投。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2022 年度 《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58%的美在

华企业 2021 年营收实现增长，中国仍然是 60%的企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66%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83%的企业没有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出中国的打算②。要坚持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

四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将近 1. 7 亿户，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

超过 99%，承载了近 7 亿人的就业，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量多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是重要支撑。

要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无法如期偿还贷款的中小微企业，鼓励银行业

金融机构与借款人按市场化原则共同协商延期还本付息，直到帮助因疫情影响暂时遇困的企业渡过

难关、恢复发展; 要实施有系统性的措施，落实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

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不断提升措施的系统性; 要实施有精准性的措施，

根据中小微企业所属行业、交易场景等不同特点，制定精准的扶持措施，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每一

个中小微企业主体身上。

4． 引领和鼓励资本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实施“两个倍增”行动，离不开资本的积极作用。

第一，以生产力进步为原则推动资本发展。资本首要职责是推进生产力发展，只要是符合生产

力进步方向的资本，都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以平台经济为例，要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增强平台经济的实体化程度，引导各类企业借助现有平台开展数字化转型，挖掘工业互联网的

发展潜力，促进实体经济与平台、互联网、数字化等融合发展。同时，要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以多种形式将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进行链接。要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③。

第二，科学合理设置资本的“红绿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

置“红绿灯”，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设置 “红绿灯”，必须以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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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界限，针对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下各类问题，以及资本金融化下的各类风险，要不断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从资本准入、资本运作、资本分配等各方面予以明确规定，引导资本为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第三，强化与民生相关的资本的民生属性。与民生相关的资本不同于其他资本，民生产品的特

殊属性就决定了与民生相关的资本必须体现特有的民生属性，不能把利润的获取视为唯一的目的，

应该把民生保障纳入目标函数，切实承担起改善民生的责任。从改进措施上看，要加强与民生相关

的资本的立法工作，从法律上规定与民生相关的资本的增殖要求、扩张范围和运行逻辑。要加强与

民生相关的资本的监管，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形成震慑。在住房、

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上，强化公有资本的在场，使公有资本能够切实有效引导其他类型的与民生相

关的资本健康发展。
5．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

度体系，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制度系统的集成创新。

其一，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分配秩序和分

配结果，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最为直接的重要影响。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合理安排劳动、

资本和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发挥财税和金融资源的调配作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营造全

社会崇尚劳动、勤劳致富的社会风尚。三是通过改善创业环境、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推出多样化的理财工具等，拓展居民收入渠道，保护合法致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四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各类资本规范有序，引领数字经济和科技平台健康发

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五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其二，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再分配的调节性职能。一是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完善税种、

合理确定各类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完善收入和财产的个人申报制度和税收监管制度、严格税收执法

等。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构建以一般转移支付

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三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

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突出重点并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

资本投入。四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重点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

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对城乡保障项目、保障标准、保障资金和保障机构和法规建设进行全面

有效的整合。

其三，深化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加强第三次分配的自觉性。慈善捐赠、公益事业和志愿者行

动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要不断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规、有效的民间组织监

管机制、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制度，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内容，

从收入、财富等向专利、产权、技术、服务等扩展，从扶贫扶困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

等延伸，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6． 实施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战略

要把握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把握好实施 “两个倍增”行动的具体目标，实施以人

力资本为核心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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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精准识别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

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① 对于高校毕业生，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作能力培训水

平、优化就业信息发布对接，使他们学有所成和所学有用。对于技术工人，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在社会上形成尊重技术工人的氛围。对于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要持

续改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畅通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减轻税费负担和生产经

营成本。对于进城农民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子女教育、医疗报销、社会福利等问题，

使他们在城市里留得下、融得进。此外，还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

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当然，其中

最为重要的群体是进城农民工，要以提升 “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在落户、安居、基本公

共服务等方面发力②。

二是推进人才强国战略重点任务落地实施。截至 2021 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为 562 万人，技能

人才总量已超过 2 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 万人，要将人才强国战略落实落细。其一，建立梯次

空间布局。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要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人才高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的其他城市要努力建设成为人才聚集地，其他一些高层级人才集中的城市，同样要在环境、政策、

配套等方面发力，建设吸引和聚集人才的平台。其二，破除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赋予人才更加

充分的科研试验自主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促进 “产学研政

金”一体化。

三是完善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一，完善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坚持共建共

享、互助共济的原则下，整合相关制度安排、均衡筹资责任、提高统筹层次、打破户籍壁垒、统一

待遇清单、缩小待遇差距，增进公平公正。其二，增强中央社会保障权能。适度提升中央财权和中

央事权，从而有效提升中央在国家层面统筹养老、医疗等诸多方面的水平。其三，健全低收入者生

活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指导线形成机制，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居民养

老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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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Analysis of Common Prosperity Centered on“Two Doubl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Zhang Zhanb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mphasizes that by 2035，we should“substantially
grow the per capita GDP to be on par with that of a mid－level developed country”，and“make more notable
and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promoting the people＇s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for all”，which
require the implementation of“Two Doubles”action，namely，the action of doubling the per capita income of
residents and of doubling the size of middle－income groups． The“Two Doubles”action has both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and scientific practical requirements． We should avoid economic slowdown but maintain rea-
sonable growth，and strive to solve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area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We should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liberate and develop productive forces，im-
plement th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plan，establish the status of enterprises as market entities，guide and en-
courag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implement the strategy cored
with human capital，and put the“Two Doubles”action into practic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Tao Wenzhao

Based on the new practice of the new era，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cuses on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s，such as what kin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to uphold and develop and how to uphold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adheres to the basic tenet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hile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with a new vision and scientific approach，deepen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the Party＇s leadership，extend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ocialism with history and culture，defines the orienta-
tion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ith the new era，improves the layou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four －
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builds th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s the ruling socialist party with self－revolution，and draws the global vision with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series of important innovative ideas has made systematic and original theo-
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guided the great chan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n the new era．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o Marxist Philosophy

Dong Hui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ains ric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which shows Xi Jinping＇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wisdom，and makes an original contribu-
tion to Marxist philosophy． This original contribution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hree－fold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deological inheritance，the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developments of prac-
tice，and theoretical and cultural innovations． Xi Jinping deeply and keenly understands the general tr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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